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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 现代性叙事的历史面向与审美面向
葛　 娟

摘　 要： 《白鹿原》 现代性叙事包含着历史与审美两种力量的对立运动。 小说以家族史和革命史相结

合的形式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现代社会变革， 又以意象化笔法呈现传统乡村文明在与现代历史时空对照中获

得的审美价值； “原的剥离” 表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衰落的必然趋势， “白鹿神话” 则作为民族文

化之魂的象征， 颂扬儒家道德力量及其文化人格。 在将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现代性基本表现手法之时， 《白

鹿原》 通过现代叙事形式拓展了 “写真实” 的边际。 历史和审美之间的内在张力， 使小说叙事空间及其

文本内涵得以拓展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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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者陈忠实将小说叙事时空切入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白鹿原， 思考和展示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乡

民该怎样生活和生存时， 当他颇为得意地用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这个

句子来开篇时， 即意味着 《白鹿原》 写作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视域。 现代性内涵丰富而开放， 按照卡

林内斯库的解释， 存在着两种剧烈冲突的现代性： 一是社会领域的现代性， 二是美学的现代性。［１］ 两种

现代性亦分别称之为启蒙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 如果说， 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 （詹姆逊语），
那么文学叙事本身也包含着这两种现代性的区分或对立： “一方面，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

式， 直接表达现代性意义， 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 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 当然也强化

了历史断裂的鸿沟。 另一方面， 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 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

进行质疑和反思， 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 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 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

沟。” ［２］它们可表征为历史化和审美性两种叙事形态。 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历史化主要指向 “民族－国
家” 话语建构和新文化反对旧文化的主题， 它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见证； 而审美性则体现为

具有感性主义的现代审美文化经验及情感倾向， 其中包括小说艺术形式的现代化探索和创新。
《白鹿原》 写作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后期至 ９０ 年代初， 正是国内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最为盛行的时

期。 陈忠实对现代性及当时的文化思潮有比较清醒的认知， 他 “取今复古， 别立新宗”， 创建了属于自

己的叙述话语。 如果我们将本文首句包含的两层意思理解为 《白鹿原》 历史化和审美性两方面叙事的

开启 （尽管历史与审美是小说的一体两面， 将之分开仅是为了分析性研究）， 便会发现， 《白鹿原》 作

为一个历史化文本， 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个时间节点切入， 审视和再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性走向； 而在形象化地书写历史过程中， 小说又以感性化的审美形式呈现出对传统文明的深情眷恋。
这样， 理性和感性、 历史化和审美性之间就存在分离、 对立、 冲突等。 各种对立关系相互缠绕， 客观

造成了 《白鹿原》 文本意义及价值表达的复杂性。 研究者对 《白鹿原》 历史观念及价值取向的质疑和

讨论多由此而生。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 “现代性和传统性不同的根本之处在于， 它诞生伊始就是一个

矛盾体， 启蒙的现代性同时孕育了它的对立面———审美的现代性。 换言之， 后者的存在就是为了与前者

冲突和抵触” ［３］ ， 那么就能理解小说现代性叙事包含的历史化与审美性两方面力量发生的碰撞， 亦即陈

忠实一旦选择了现代性叙事， 文本意义的内在张力也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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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叙述的历史与被追忆的乡村

白鹿原紧邻古城西安， 是陈忠实的桑梓之地， 也是他的精神之乡。 这道历经风雨剥蚀的古原， 突然

有一天在他的眼前变得鲜活生动起来， 作家的历史思绪被触动了： “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
且不说太远， 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 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

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 我发现这沉

寂的原坡不单是在我心里发生响动， 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４］ 如此， 带着历史感和神秘诗意的白鹿

原进入到陈忠实的笔下， 他的历史沉思一开始就落在 ２０ 世纪初这一新旧交替之际， 关注被剪了辫子的

白嘉轩、 鹿子霖们所处的 “没有皇帝了， 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 的现实性境遇。 陈忠实的现代性意识

是自觉的。
　 　 他曾回顾一本美国人写的 《日本人》 给他的 “惊悚” 感受： “明治维新使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

帝制到资本主义议会制的彻底变革， 而绵延了 ２０００ 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 ……
从清末一直到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

历的一个历史过程”。［４］（１８５）这个 “必然性” 历史过程内含的现代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现代以来的中国

一直为不断激进化的社会变革———暴力革命所支配， “民族—国家” 话语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的主要叙

事内容。
至于被叙述的历史， 即指小说对历史的呈现方式及其具体形态。 应该说， 《白鹿原》 既是一部村庄

史和家族史； 又是一部斗争史和革命史。 二者既相对分离， 又彼此渗透，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前者以

白嘉轩、 鹿子霖两家实力之争为叙事主线； 后者主要以鹿兆鹏、 白灵的革命斗争为核心内容。 白、 鹿

两个家族同宗同祖， 白家是耕读传家， 仁义立范， 鹿家靠祖上 “勺勺客” 致富， 被认为 “根子不正身

子不直修行太差”。 白嘉轩与鹿子霖除了德行的差别外， 两人的对立， 还可以通过乡约 ／ 乡约、 祠堂 ／ 保
障所、 长袍 ／ 制服、 书院 ／ 学堂等几组对照关系来显示。 当白嘉轩作为白鹿村族长， 带领族人在祠堂诵

记乡约———儒家教化仁义道德之准则时； 鹿子霖当起了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的乡约———政府设立的乡级管

理机构官员， 并利用职权乱征印章税。 当白嘉轩敬仰朱先生那一身蓝布长袍的风范， 而对何县长穿着

猴里猴气的制服不无遗憾时， 鹿子霖正脱下长袍马褂穿上了一身新制服。 当白嘉轩让儿子坚持在白鹿

书院念书时； 鹿子霖却将两个儿子送到城里新学堂。 这几组对照关系可以简单勾勒出白鹿原新旧交替

中的乡村面貌。 对于白嘉轩来讲， 他要用自己的不变来应对世道的变化。 当儿子白孝文慌张地跟他说：
“这回真个是天下大乱了！” 他说： “各家有各家的活法。 咱家有咱家的活法儿。 咱只管按咱的活法儿做

咱要做的事。” 这种不变之道和活法儿， 使他能够面对自己家族和白鹿原的一次次兴衰起落。 然而， 白

嘉轩的不变之道终究抵不过世道的剧烈变化， 白鹿原的原生态社会结构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代变革

打破了。 革命以破坏旧秩序的方式突入到村落史和家族史叙述中。
如果说 “现代性作为一个强大的历史进程， 它无疑具有活生生的历史实践品格， 显现为一系列推

动和主导历史变革发展的事件和运动” ［２］（７） ， 那 《白鹿原》 从家族史到革命史的叙述， 就将 ２０ 世纪上

半叶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从乡村话语转到了国家话语， 其中鹿兆鹏和白灵的革命史叙述在小说中占据了

较大的篇幅。 鹿兆鹏， 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从领导黑娃在白鹿原烧粮仓和掀起风搅雪农协运动开始

其革命生涯， 之后他经历的国民革命失败， 国共关系破裂， 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 壮大红军力量， 在

白鹿原建立党支部、 开辟根据地等， 形成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 小说在鹿兆鹏身上基本浓缩了中国现

代革命进程。 用作者的话说， “这个古老的原和中国革命基本同步， 没有推迟更没有留下空白。” ［４］（１０９）

而鹿兆鹏、 黑娃攻克白鹿原最顽固的堡垒， 砸坏祠堂和那刻着乡约的石碑， 意在摧毁白嘉轩、 朱先生

要延续的传统文化秩序。 白灵身为白嘉轩女儿， 是小说中一个闪光的青年女性， 她背离了最具传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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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旧家庭， 义无反顾奔向革命道路。 陈忠实要告诉读者： “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

鹿原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 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 反手向这沉积厚

重的原发起挑战， 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 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秉赋， 成为我小说写

作的最直接命题。” ［４］（１２０）

革命使社会加速度向前发展， 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会彻底中断， 乡村生活方式也不会突然终止。
相反， 它以自然温馨的格调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诗意想象， 这是现代性叙事的审美指向。 实际上

《白鹿原》 存在两种 “文化时空” ———现代性历史时空和乡土中国时空。［５］ 与前者相比， 乡土时空似乎

被排除在历史性时间经验之外。 白鹿原地处关中， 延续着中国农耕文明最悠久的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

传统。 小说的相关描述不仅融入陈忠实切身的乡村生活体验， 且融进了他生命深处的情感追忆。 他从

厦屋爷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引发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呻唤———这是笨重的牛车一次次在村庄缓慢行进

的嘎吱声， 是男人们嘴里长长旱烟管传出吱溜吱溜的水响声； 也是白嘉轩、 鹿三这些原上男人一年到

头犁地、 翻土、 种植、 送肥、 收割的忙碌场景， 是鹿三每天几次给牲畜添草拌料还要垫黄土铡青草的

不停身影； 是白嘉轩每天一早在家院中发出的沉重而威严的咳嗽声， 也是他每天晚间在母亲床前坐上

一阵子的静默无语时刻。 如果将现代性历史时空能够撇置于外的话， “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 构成了白

鹿原乡村世界的整体意境。 小说中牛车、 犁地和马厩等情境多次重复性描述， 意象化地呈现了乡村生

活图景。
尽管陈忠实力图通过 “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 来追忆白鹿原的过去时态， 尽管那浑朴实在的乡村

图景源自于生活本身， 但清楚的是， 乡村世界的美感和诗意是在现代性语境中获得的。 《白鹿原》 所写

的传统乡村景象恰与现代历史乱象构成对照。 劳作、 闲暇、 安宁不时被兵乱、 暴动、 革命打乱， 正因

为此， 那份悠然和宁和之美才显得珍贵和难得。 这很合乎罗兰·巴尔特的观点： “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

东西之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 正如整个现代艺术一样， 文学的写作既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

史的梦想。” ［６］乡村叙事的审美意义在于， 它是审美现代化的一部分， 它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梦想

之地， 那是每个人心里都存有的一个精神原乡。 具体到 《白鹿原》， 乡村叙事不能从历史时空抽离出

来， 白嘉轩们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安宁的种庄稼过活的日子， 原来的生活图景到此已褪化为白鹿原的一

个底色。 但在时代变化面前， 底色的彰显愈加显示其迫切和重要。
小说关于白孝文以滋水县保安大队长身份重回白鹿原老家的一段感慨颇有意味： “母亲织布的机子

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 奶奶拧麻绳的拨架和那一摞摞粗瓷黄碗， 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以及这老

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 都使他潜藏心底的那种悠远的记忆重新复活， 尤其是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
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 只有架着麦秸棉秆柴火的大铁锅才能烹出这种味道。 白孝文清醒地

发现， 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起怀旧的兴致， 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 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

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 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

了。” ［７］乡村之美只能保存在怀想和追忆之中， 推而论之， 是怀想和追忆造就了一个传统化的乡村世界。
这与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说的 “传统的发明” 颇为类似， 那些表面看来或声称是古老的 “传统”， 有时

是被发明出来的， 而且当社会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 并产生了旧

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 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８］ 乡村传统书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

性的焦虑。 《白鹿原》 的现代性内涵就潜藏在那些时代变革与乡村传统相互抵触的描述中。

二、 “原的剥离” 与白鹿精魂的深情守望

陈忠实曾用 “剥离” 一词， 记述他的一次巨大思想转变。 现在他将剥离的视角转向了 ２０ 世纪初的

白鹿原， 认为这原上的人， “无论男人和女人， 也遭遇到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 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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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记载的白鹿原， 遭遇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剥离。 相对于渺小的我的剥离， 这是一座原的

剥离。” ［４］（１０５）此处的 “剥离”， 是由现代性社会变革引发的。 如吉登斯所言：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 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 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 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 现代性

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 ［９］ 实际上， 社会变革又是一个渐次展开

的过程， 革故鼎新不可能一下子完成。 那么， 用 “剥离” 一词更能恰切地表述现代性对传统文化冲击

和分解的复杂性。 小说中朱先生抄写给白嘉轩的 “乡约”， 伴随乡土中国现代性的开启， 不再一统白鹿

原天下了。 有人守护它， 有人远离它， 有人背弃它。 陈忠实并不是简单地将维护与反抗乡约文化写成

两种力量的对抗状态， 他要探寻 “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个 “秘史” 正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 “心灵

史”， 因此， “原的剥离” 就成为他进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层面， 透视那个时代人们精神脉象的重要

途径。
白鹿书院和朱先生， 是白鹿原延续的传统文化精神象征。 作者在朱先生身上， 凝聚了儒家最高的道

德力量和理想人格。 劝退清兵、 犁翻罂粟、 抄写乡约、 编写县志， 发赈灾粮、 发表抗日宣言、 拒绝为

国民党作反共宣传等实践行动， 使之超越和区别于那些拘泥于书本的迂腐儒士。 但在极速发展的社会

潮流面前， 他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日渐式微， 面对政治风云变幻、 饱受天灾人祸的白鹿原， 他只能

发出 “鏊子说” 的慨叹和为乡民献上赈灾之力； 面对学生走光的白鹿书院， 他只能以编修县志来体现

自身价值； 面对国民党将抗日军队力量转来对付共产党时， 他投身抗日的豪壮行为转为贸然冲动的自

省。 大丈夫身逢乱世， 不能立心立命， 更不能开太平， 夫当何为？ 所以朱先生最后的仙然离世， 却也

寓意着白鹿书院文化之脉的行将断裂。 白嘉轩说： “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

这样好的先生了！” 该是对数千年传统文化衰落的悲叹。 作为白鹿村的族长， 白嘉轩靠 “乡约”， 教民

以礼仪， 以正世风。 他要维护的是宗法制度下的文化秩序和伦理道德。 他带领族人修建祠堂， 拜祭祖

宗， 恪守乡约， 惩治小娥， 鞭笞孝文等， 都是在践行 “乡约” 的基本精神。 从这个意义而言， 白嘉轩、
白鹿原和乡约已经三位于一体了。 但时代在变， 以 “乡约” 规训自己和他人的白嘉轩， 遭受一次次重

大打击： 最疼爱的女儿白灵以命相胁， 叛离了家庭走出了白鹿原； 最器重的长子， 族长继承人白孝文

彻底堕落； 最挺直的腰板被当了土匪的黑娃叫人打断； 而最让他难以应对的是无休止的苛捐杂税和抓

壮丁的乱世， 他知道祠堂也不再能够充当人们的精神避难所， 他只能对族人说除了大年初一祭祖， 任

啥事也别找他族长了。 这样， 白鹿原也就不再是白嘉轩的了。
与鹿兆鹏、 白灵等自觉反抗旧文化旧道德不同， 黑娃当初砸烂乡约石碑的行动， 是被鹿兆鹏领导的

农民革命召唤出来的， 显然带有他个人的报复心理。 他与田小娥的偷情、 相爱和成亲， 触犯了封建伦

理道德； 他当土匪， 更是对仁义白鹿村的最大叛离。 但出自于身体和精神压抑之下的本能反抗， 并未

改变他的传统文化心理构成。 黑娃精神之根还在白鹿原祠堂， 当他归顺保安团之后， 即拜朱先生为师

学为好人， 并回白鹿原烧香拜祖， 他从内心深处没有将自己从白鹿原剥离出去。 甚至被白孝文押回白

鹿原杀害之前， 他还说了句： “能让我躺到我的原上算万幸了！” 同样是回乡认祖归宗的白孝文， 尽管

跪倒祠堂， 其实早已在精神上彻底背叛了白鹿原。 他的阴险无情使之完全走到了传统道德的对立面。
而白嘉轩的老对手———鹿子霖， 一直不屑于 “白嘉轩就知道整天弄祠堂”。 他的功利人格和为非作歹，
一次次践踏了乡约文化精神， 也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恶果。

“原的剥离” 对于朱先生、 白嘉轩、 鹿兆鹏、 白灵、 黑娃、 白孝文、 鹿子霖， 有着不同的意味。 但

无论是乡约文化传承者还是背离者， 他们都曾共同拥有这块古老的原。 现代性虽然意味着断裂， 但它

无法抛弃文化传统。 传统使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内在的生命力， 《白鹿原》 中那只不时从原上轻盈跃

过的白鹿精灵， 就是作者精心构建的用以承载白鹿原文化精神的一个中心意象。 白鹿， 是白鹿原的神

祗。 小说开头对白鹿有集中的文字描述： “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 ……白鹿蹦蹦跳跳像跑着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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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 倏忽之间就消失了。 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 黄不

拉唧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 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白鹿跑过以后， ……一切

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 ［７］（２３）这只给白鹿原带来吉祥、 安乐的白鹿， 有着丰厚的审美内涵。 白鹿显

灵给落在人生低谷的白嘉轩带来命运转机。 那在慢坡上发现的埋在地里的灵异植物， 被朱先生点破是

白鹿的象形。 白嘉轩因之设计将鹿子霖家那块地换到了自家， 随之， 娶回了第七任妻子仙草。 仙草，
该不是那棵灵异之物的化身？ 她让白家很快人财两旺， 家道振兴。 白鹿作为吉祥之物， 在白嘉轩这里

首先陈述的是神话最古老的涵义。 而对其女儿白灵来说， 白鹿神话表达了年轻一代对共产主义事业的

美好憧憬。 白灵加入共产党时说了句： “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 白灵牺牲那夜， 父亲、 奶奶和

姑妈都梦到白鹿闪现而逝。 她的生命像白鹿那样美丽并化为永恒。 朱先生去世， 妻子 “看见前院里腾

起一只白鹿， 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 “白鹿精魂” 是朱先生写给鹿兆海出征抗日的字

幅， 也是朱先生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 进而言之， 它就是闪耀在他和白嘉轩身上厚德载物、 仁爱大义、
克己自律、 自强不息、 坚忍不拔的儒家道德精神。 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文化精魂。
白鹿精魂就是 《白鹿原》 要表达的思想之魂。 当它以 “集体表象” 的形式被创造出来时， 它像梦境一

样虚幻和神奇， 充满浪漫气息。 白鹿每一次从原上掠过， 那晶亮莹白的鹿角和通体的白色， 闪耀着感

性之美。

三、 “写真实” 的生命体验与现代叙事形式

从师法柳青的经典现实主义， 到决心彻底摆脱柳青的 “阴影”， 陈忠实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自觉

体认到现实主义 “变法” 之必要。 他说： “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
现实主义必须发展， 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

验。” ［４］（１９５）这一观念呼应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反思潮流。 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文化

思想观念不断解放， 当代文学必然要求现实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品质。 《白鹿原》 正是这样一部体

现陈忠实上述创作理念的典型样本。 在现代性叙事方面， 它充分容纳了作家 “写真实” 的生命体验，
表现出对作品中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深切把握， 以及艺术探索所追求的美学高度。

“写真实” 是现实主义的本质属性， 它 “不光是要忠实于外在的客观生活的真实，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忠实于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的真实。” ［１０］这就包括陈忠实所说的 “生活体验” 和 “生
命体验” 两个层次。 而上升到 “生命体验” 的创作， 成就了 《白鹿原》 这部现实主义文学经典。 且看

小说中田小娥的形象描画， 田小娥的叛逆和抗争是自发的， 无论是她对郭举人的报复及与黑娃最初的

情爱， 还是对鹿子霖的依附和白孝文的引诱， 都基于反抗封建文化压迫的本能需求， 显现出田小娥形

象中的 “原初共性”， 但这一形象的意义更在于， 小说将田小娥置于在自我意识觉醒和迷茫中， 展现了

人物自我认同的艰难。 她与鹿子霖关系决裂时的那番告白， 既清醒地划出与鹿子霖在身份上的高低贵

贱之别， 又对这一身份之别进行无情的嘲骂， 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得以萌发。 而她在被公公鹿三用梭

镖钢刃从后心捅杀命绝之际， 近乎本能地喊了一声 “大”， 封建道德伦理又在根深蒂固地规约小娥自我

身份的建立。 陈忠实曾回忆自己写了田小娥生命最后一瞬时， 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 顺手写下 “生

的痛苦， 活的痛苦， 死的痛苦” 字条的情形。［４］（７９）作家正是以这样深切的生命体验， 谱写了 《白鹿原》
一个个富有生命质感的人物形象。

生命体验绝不仅仅是感性层面上的 “感同身受”， 它包含作家深刻的社会历史认知和生命哲学思

考， 与现代性有着内在的关联： “主张写作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 这种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

念， 更加契合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生命哲学或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 ［１０］ 我们还可以从白嘉轩和鹿三

的主仆关系描写中， 领略作者对这一核心精神的阐发。 鹿三对白家的忠心， 自以为天经地义。 当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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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娃 “僭越” 了主仆身份关系的约定， 鹿三认之为逆种； 他之所以杀害田小娥， 也因为她害了白孝文

———白家的长子。 而白嘉轩对鹿三的 “善”， 自然是对应其 “忠”。 鹿三死了， 白嘉轩涕泪横流： “白鹿

原上最好一个长工去世了！” 小说描述的理想化主仆关系， 随着封建制度的最终解体而解体， 这是作家

的历史发展意识和生命情怀赋予鹿三形象的时代内涵。
从审美现代性讲， 小说首句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是对魔幻现实主

义之作 《百年孤独》 开篇的致礼， 显现了 《白鹿原》 的现代性叙事风格。 在现代主义思潮以及现代小

说风靡的 ８０ 年代中期， 陈忠实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现代文学中的营养元素， 并与中国本土文

化结合起来， 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叙事形式。 仅就小说叙事结构而言， 《白鹿原》 每部分开始先叙述情节

新的进展， 再回叙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 它不仅改变线性叙述的单调， 也压缩了单线叙述的长度。 这

是现代小说结构上较常见的方式。 我们可以从 “白灵之死” 叙事单元领略小说的结构艺术。 这一单元

情节安排打破线性发展顺序， 时间前后交错， 空间不断转移， 叙述角度几经变换。 这里用破折号表示

白灵之死叙述上的中断和转合： 当初 （３０ 年代） 白灵离家出走， 已交代其后来的牺牲——— （４０ 年代）
白嘉轩梦到白鹿飞跃闪入地缝， 寓意白灵已死——— （５０ 年代） 白嘉轩被告知白灵已牺牲多年——— （８０
年代） 作家鹿鸣了解白灵牺牲情况——— （４０ 年代） 叙述白灵之死经过——— （８０ 年代） 鹿鸣对历史悲剧

的反省——— （４０ 年代） 其他叙事线索展开。 作者对故事框架的处理， 并非是刻意制造结构变化， “而

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４］（２５） 将白灵命运及其牺牲放在一个历史跨度中展示， 不断

回返式叙述， 加强了故事的悲剧感， 带给读者拉锯式的痛苦体验及其反思。 概言之， “白灵之死” 的叙

述验证了陈忠实 “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４］（１８２）的小说结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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